
高本汉《诗经注释》译序

董同龢

高本汉著《诗经注释》是利用语言学训解古书的一部名

著，1960 年由著名学者董同龢译成中文在台湾出版。但该书在

中国大陆至今殊不易见，有感于此，中西书局日前重刊了该书。

董同龢先生文亦是一篇名作，在诗经研究等方面深具启发意义，

本报转刊于此，以飨读者。——编者

这里译出的是高本汉先生（Bernhard Karlgren）分年

在瑞典远东博物馆馆刊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

es)发表的：国风注释、小雅注释、大雅及颂注释，这三部分的

注释一共有一千三百多条，译本就合起来称为“诗经注释”。

在国外的汉学界和国内的文史界，高本汉先生的声誉是

没有人不知道的。那么，关于他在学术上的成就，当然无须再说

了。高氏治诗的动机和方法，他自己在国风注释的序文里交待得

很清楚（译本改称“作者原序”），可以看出他是先对中国历代

诗学的发展有了深刻的了解，然后才订出目前所应遵循的路线

的。至于西方学者研究或翻译诗经的几家，他也都检讨过他们的



得失。只是他们的成就较少为高氏所取。但他对于清代学者的批

评，却是发前人所未发，而且议论精辟，值得我们深切的注意。

清儒提出了“读经必先识字”的口号。正是因为他们在

音韵训诂上有了颇为可观的成就，确能有根有据的认识了不少古

书上的字，所以清代学者的经学确能超越汉唐。然而由现代人看

来，清儒的音韵训诂之学离开精密的地步实在还有相当远的路

程，并且他们运用材料的方法也尽有商榷的余地。高氏特别指出

三点：

（一）他们只求出了古音系统的粗略的间架，对古音实

值还毫无所知。因此，他们所说某某字古音同，有些地方是靠不

住的。

（二）关于字义，他们过于尊崇尔雅、说文等古字典的

定义，而忽略许多字在古籍中应用的实例。

（三）引证古书文句的时候，往往三代两汉不分，不去

辨别时代真正够早而确能引为佐证的材料和时代太晚而实在不

足依据的材料。

这些都是中肯之言。我们更可以说：学问发展至今日，

这些话大体上也都是严肃的做学问的人的心声。



我们现在治诗，究竟该如何着手呢？高氏以为：能具体

做得到而且也是最基本的一步，就是比清儒更进一层，客观地求

出许多难字难句的确实的意义来。所谓客观，就是尽量汇集诸家

的异文以及汉儒以降的解说，应用现代语文学的知识和方法予以

抉择，或者另求合宜的新解法。

字义都审定了，通读全句或全章或全篇，有时候还有许

多困难。高氏也有详细的讨论。大约那都是我们读古书——尤其

是诗经——的先天的难题。高氏提出的句中主语不明和语词缺乏

形态变化，本来可以由探求作诗的环境（包括当时作者的心境）

来补足。然而三千年前的事，我们可以得而知者才是多少呢？在

这一方面，只怕谁都提不出一套具体而有系统的办法来了。

注释作成之后，高氏又有“诗经释文”，分见远东博物

馆馆刊第十六和十七两卷。

（The Book Odes:Kuo-feng and Siao-ya ,Ta-ya and

Sung.）在那个序文里，他提出了一个所谓“类比”（analogy）

的办法。他以为：在诗经里，同一个题旨往往在几篇之中大同小

异的出现；比较抽绎之后，对每一篇所说的是什么，都可以有些

把握来确定；因此，对篇中各句的讲解也就有了帮助。不过他紧

接着就警告说：我们有绝对把握的时候还是很少的；在许许多多

的情况下，仍然难免见仁见智。



如以上所说，高氏做到的还不是清儒的“读经先识字”

吗？他的注释和清儒的“新疏”又有什么不同呢？我们把注释读

完，便会发现，高氏之所以异于清儒者，在观念上有三点：（一）

不把三百零五篇当“经”看，（二）摆脱了诗序的羁绊，（三）

不主一家。至于他生当清儒之后，能用清儒之长而去其所短，又

有现代的语言学知识和治学方法，就是在“识字”上，自然是比

清儒精密而进步多多了。这可以分几个方面来说。

第一，处理材料比较有系统——因为所讨论的都是有问

题的字句，所以每一条的注释的第一步都是胪列各家的异文或异

说，逐一察看他们是否在先秦文籍中有例证，或者察看在训诂上

是否有根据。因为各家的说法都是分项引述和审核，材料虽然繁

复，摆到读者面前，都是有条不紊。这种做法当然是纯西洋式的，

同时也是我们旧有的“注疏”或“札记”的体裁办不到的。

第二，取舍之间有一定的标准——比较几个说法的优

劣，高氏最着重看他们有没有先秦文籍中的实例来做佐证；或者

都有佐证的话，又要看证据的多寡和可靠性如何。如果有两个或

两个以上的说法都可以成立，次一步的标准就是用上下文中相关

的句子来对照，看哪一个最合用。如果所有的说法都没有先秦文

籍中的实例来作佐证，那就要看在训诂上——或由字形的结构上

说，或由本义和引申义来说，或由音的假借来说，又或由他自己

所谓“词群”的观念来说——是哪一个说法最合理。训诂上不止



一个说法可以讲得通的时候，还是利用上下文的关系来决定。又

如果两个说法在他看来都是一样可用的，结果他总是取较古的一

个（往往便是汉儒的说法），他的理由是：较古的说法得之于周

代传授的可能性多。

第三，处理假借字问题极其严格慎重——高氏不轻言假

借。前人说某字是某字的假借时，他必定用现代的古音知识来看

那两个字古代确否同音（包括声母和韵母的每一个部分）。如是，

再来看古书里面有没有同样确实可靠的例证。然而，即使音也全

同，例证也有，只要照字讲还有法子讲通，他仍然不去相信那是

假借字。他曾不止一次的批评马瑞辰的轻言假借。他说：中国语

的同音字很多，如果漫无节制地谈假借，我们简直可以把一句诗

随便照自己的意思去讲，那是不足为训的。又有些三家诗的异文，

意义和毛诗的字义相同或有密切的关系，古音则不全同而相近

（或者声母只是发音部位同，或者韵母上有或没有介音……），

清儒一向都是看做有假借关系的，高氏只把它们当作一个“词群”

中的字。关于所谓“词群”，他早在远东博物馆馆刊第五卷有长

文论述。这个观念虽然在现代语言上还待商讨，却比我们旧有的

“一声之转”是切实而可信多了。

第四，见于各篇的同一个语词合并讨论——例如讨论召

南采蘩篇中的“被之祁祁”，就把小雅大田篇的“兴雨祁祁”，

大雅韩奕篇的“祁祁如云”，豳风七月篇的“采蘩祁祁”，以及



商颂玄鸟篇的“来假祁祁”一并提出。这样互相参照，的确顺利

解决了许多不好解决的问题。清朝人也有这样做的，不过不如高

氏彻底。

我们可以说，高氏已经做出来的，大体上也就是五四新

文化运动以后中国学人在“用科学知识和方法整理国故”的口号

上想要做的。不过，我们只是笼统的想了，似乎还没有人具体的

筹划过，更没有人像高氏这样脚踏实地的做过。

所谓脚踏实地的做，是指就一本本的书作辛勤严谨而有

系统的钻研。以诗经而论，崔述、姚际恒的著作以及古史辨派若

干学者的文章不是不足以表现一种进步的学风，然而前者难免欠

实在的工夫，后者更都是一鳞半爪。

我翻译高氏这部著作，第一个动机就在于我觉得这是二

十世纪中期承历代诗学发展而产生的一部有时代性的书。它固然

是高氏的一家之言，同时也确实是诗学在整个学术潮流中向前迈

进了一大步的表现。

我翻译这部书，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想让有志趣的年轻

学者多多的领悟：我们读的虽是古书，而现代的工具和方法又是

多么重要。

我读过而又译完这部注释，并没有觉得高氏已能处处臻

于完善。这也是自然的。解释全文尽有见仁见智的余地，上文已



经说过了。单从认字方面说，像这么繁杂艰巨的工作，一个人在

一时也是不能做得尽如人意的。这里不是我个人对这部著作发表

批评的场所，而且每个细心的读者当然也会有他自己的看法。只

是为提起年轻学者的注意，我倒想把自己见到的，从大处择要提

出来。

从材料的搜集来说，如果由我们做，民国以来各学术刊

物上发表的有关诗经字义诠释的文章，一定还要广事采用。上文

说，高氏的路线也就是新中国的学者想走的路线。虽然我们还没

有人像他那样全盘的成系统的做，却也有不少只讨论某一字或某

一句的小文章，其中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的自然不在少数，都值

得重视。

高氏在注释中，似乎始终没有怎么利用语法的观念来做

字义诠释的帮助。他是个杰出的语言学家，在这方面绝对不是不

能。我们宁可说：大概他是十分谨慎，以为古代语法的体系还没

有建立起来，因此不能作有效的利用。其实由我们来看，似乎近

人对诗经中若干语法现象的研究也不能说是毫无实在的贡献。有

些诗经中虚字的研究，实际上就是诗经语言结构的探讨，对于我

们了解诗经的文句是很有些帮助的。再者，如果古代语法的研究

有了长足的进步，我们对诗经字句的认识自然会比现时易于着

手，而且，高氏所谓由句中主语省略和语词没有形式变化而起的

困难，那时也许就不是困难了。



关于实字意义的决定，高氏是极端严格的执行一个最高

的原则，就是看在先秦古籍中有没有相同的用例。有时候，某种

解释只见于某家古注或字典，在先秦古籍中没有相同的用例，虽

然由上下文看比较妥帖，他还是不采用。这样好像是有个假定：

见于诗经的字在其他古籍一定也有，而且今存先秦古籍就是原有

的全部。以常情而论，这似乎是大有疑问的。古注或字典中对某

些字的解释在今存先秦古籍中找不到相同用例的，未必都不足取

信。古注家讲师承，尔雅等字典多用古籍旧解，错误自是难免。

固然不能奉为金科玉律，却也不失为备抉择的资料之一。

和尔雅、说文相反，高氏非常重视杨雄的方言，以为那

是西汉口语的实录，代表古语的遗留。我想，许多人的意见恐怕

不会和高氏完全一样。

由以上可以看出：我翻译这部注释，并不表示我自己完

全同意高氏的每一个说法。清代治诗的几部有名的书都是诗学发

展到那个时期的有代表性的伟著。然而陈奂、马瑞辰、胡承珙诸

氏并不尽同；后人也没有谁说他们之中的任何一个比别人都高

明。在我们这个时代，如果有人和高氏有相等的学力，下同样大

的工夫，另外做出几部诗经的注释，他们必然都和高氏有所不同，

各人之间也绝对不会完全一样。这是我们研读几千年前的古书所

不能免的。我翘盼我们受了高氏的刺激，能多有几个现代的陈奂、

马瑞辰之流的人物出现。



原载： 《 中华读书报 》（ 2013 年 01 月 16 日 08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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